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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税制结构的演变受到经济因素、政府政策目标、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和约束，具有普遍的规律
性。考察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税制结构和税种结构均比较稳定，直接税占比高
但税种分散，货物与劳务税仍为最大的单一税种；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相对稳定但税种结构呈趋势性变化，

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均稳中有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是国家间税制结构差异的主要来源，企
业所得税负担的国际竞争面临深刻变化。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双主体税制结构，直接税收入中所得类税
收、企业主体税收占比较高。鉴于此，我国应在强化均贫富、促消费的目标下，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完善财
产税制度、加强自然人税源管理；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对增值税进行适应性调整和税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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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以数字经济
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升级
和调整，也使得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引导经济、通过税
收手段筹集收入的能力面临许多新的考验。本文试
图通过对当今世界税制结构演变规律的考察，立足中
国现实国情，探讨中国税制结构的优化方向。

一、税制结构的演进规律、经济效应与决定因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
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
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在国际经济体系重构
的进程中，各国的税制结构转型不再局限于经济增
长最大化诉求，通过优化税制结构提升公共政策水
平，成为各国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考量。对各国税
制结构变迁规律的考察发现：一方面，税制结构的演
进在各国间普遍具有比较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另一
方面，其也会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多种现实的
约束，体现出差异化特点。

（一）税制结构的演进路径与经济效应
对税制结构的基础性研究主要体现在直接税与

间接税结构的演进路径以及经济效应方面。
直接税、间接税的选择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税收

政策问题”之一［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之后，直
接税与间接税的关系成为最优税制理论研究的重要

内容。在税制结构演进方面，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
是，从历史性的角度考察，直接税（包括传统与现代
直接税）相对地位的演变轨迹呈“Ｕ”形，间接税则呈
对称的倒“Ｕ”形［２］。也有学者认为，对税制结构演
变规律的这种概括不够全面，未考虑传统与现代直
接税的非同质性，以及税种组合方式之变化［３］。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可税制结构关系会影响经济

增长。许多研究者采用时间序列、ＤＥＡ模型等方法，
证明提高直接税比重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４］。通
过分析我国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所
得税类占税收总收入比重和财产税类占税收总收入

比重每提高１％，人均 ＧＤＰ分别提高０．４２７５％和

０．１８８９％［５］。提高直接税还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加
速收敛，使区域经济更快达到稳态［６］。高质量发展视
域下，完善直接税体系有助于政府实施更精准的宏观
调控，引导供给质量和结构的长期优化［７］。而税收越
接近国民收入循环的下游环节，经济效率越是递增［８］。
也有研究认为，提高直接税比重与经济增长无

关或负相关。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越南的间接税显著促
进了经济增长，而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
著［９］。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５１个国家（地区）的间接税对
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而直接税与经济增
长显著负相关［１０］。原因在于，间接税对劳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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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害影响小于劳动所得税，对资本供给的有害影
响小于资本所得税［１１］。１９８０—２０１６年，印度１４个
邦的直接税对经济增长具有扭曲效应，间接税与经
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１２］。
税制结构的经济效应在实证方面存在争议，现

有文献尚未给出争议的具体原因。地区间的差异可
能是重要因素，包括经济、政治、历史传统等方面的
差异。基本理论分析难以适用于所有地区，导致了
税制结构经济效应的实证结果不同。

（二）税制结构的影响因素和现实约束
许多学者研究了税制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及实

践中可能面临的现实约束。
首先，税制结构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城

市化水平、数字经济发展、国际税收竞争等经济因素
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的变迁密切相
关［１３］。人均ＧＤＰ从１万美元进入３万美元发展阶
段时，直接税比重普遍超过３０％，且保持基本稳定
或小幅波动下降态势［１４］。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
从而决定税制结构，经济的商品化拓展了税基和课
征环节，经济效率则决定了企业和个人的负税能
力［１５］。发展中经济体直接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
比重会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上升［１６］。数字经济
转型将重构税制结构：一方面，数据流转课税可能成
为潜在的税收收入源泉；另一方面，劳动要素在生产
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会带
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长［１７］。信息通信技术使税
源由资本转向了劳动［１８］。同时，跨境经济活动成本
降低，给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带来新的挑战，要注重
在新变化中维护本国的税收利益［１９］。
其次，税制结构选择也受到财政收入筹集、实现

政治稳定、推动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政府政策
目标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冲击下，特定
公共支出显著增加，在当前的财政政策中，财政收入
目标应优先于税收公平，而间接税比直接税更有助于
实现这些目标［２０］。相对于间接税，更高的直接税会
在纳税人中产生更大的损失感，会导致更大的政治不
稳定性［２１］。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要将简并增
值税税率、即征即退政策等改革红利优先让渡给先进
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２２］。
在生产地课税原则下，我国增值税由消费地的消费主
体负担，却由生产地取得税收收入，地区间资源配置
会产生一定的扭曲，也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２３］。由
于税收显著性不同，机会主义政客会战略性地使用直
接税和间接税，提高减税的可见度、降低增税的可见
度；在繁荣时期使用高显著性的直接税来减税，在衰退
时期使用具有相对低显著性的间接税来增加税收［２４］。

最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会使税制结构面临
现实约束，如分配制度改革、产权制度安排、公共支
出结构等。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取舍和权衡
会影响最优税制结构选择［２５，２６］。财产税比重不宜
过高，否则会面临公平和效率的尖锐选择［２７］。此
外，所有权不断分割、裂变成各式各样的产权以及产
权不断被明晰界定产生了新税源，进而提高所得税
收入、影响税制结构［２８］。公共服务与公共投资之间
的比例越高，直接税占比越高。这也符合大多数发
达经济体税制结构的演变规律［２９］。
税制结构变动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就一般

规律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是税制结构变动的根本原
因，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自然人征收的所得税、社
会保障缴款的比重就越高。此外，税收政策目标也
决定税制结构的变动。相对而言，流转税有利于促
进经济增长、实现效率目标；所得税有利于调节收入
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如果税收政策的主要目标是
保持经济增长，那么，流转税将占据主体地位；如果
税收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分配公平，那么，所得税
将占据主体地位。因此，为了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
需要对税制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

二、各国税制结构的演进特征

从１９８０年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的合法席位，到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与１８４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中国日益走
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在日益密切的国际经贸关
系中，税制结构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和纽带。

（一）当今各国税制结构的演变概述
在世界各国的税收实践中，税制结构都会因其

税制的不断改革而演化。分别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ＯＥＣ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十余年的税制结构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１．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和税种结构均相对稳
定。如表１所示，２０００年以来ＯＥＣＤ国家的全部税
收收入中，直接税占比始终在６４％～６６．８％之间；
以货物与劳务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比则维持在

３２．１％～３４．４％之间。二者在二十多年内的波动幅
度最多为２．８个百分点。
分析各税种的收入结构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
保障缴款、工资税、财产税、货物与劳务税在全部税收
收入中的占比，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异，分别为２．５
个、２．４个、２．３个、０．３个、１．２个和２．３个百分
点———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都没有大的变化。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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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ＯＥＣＤ国家税制结构（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 单位：％　

年份 直接税
直接税中：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社会保障缴款 工资税 财产税
货物与劳务税 其他税 合计

２０００　 ６５．０　 ２４．１　 ９．５　 ２４．９　 １．２　 ５．３　 ３３．９　 １．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１　 ６５．３　 ２４．５　 ８．９　 ２５．４　 １．２　 ５．３　 ３３．７　 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６４．７　 ２３．６　 ９．０　 ２５．６　 １．１　 ５．４　 ３４．２　 １．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４．１　 ２２．７　 ９．０　 ２５．７　 １．２　 ５．５　 ３４．４　 １．５　 １００
２００４　 ６４．０　 ２２．３　 ９．７　 ２５．５　 １．１　 ５．４　 ３４．３　 １．７　 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６４．４　 ２２．２　 １０．６　 ２５．１　 １．１　 ５．４　 ３３．９　 １．７　 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４．７　 ２２．２　 １１．２　 ２４．７　 １．１　 ５．５　 ３３．４　 １．９　 １００
２００７　 ６５．０　 ２２．７　 １１．３　 ２４．５　 １．１　 ５．４　 ３３．０　 ２．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５．３　 ２３．０　 １０．６　 ２５．２　 １．２　 ５．３　 ３２．８　 １．９　 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５．２　 ２２．７　 ９．１　 ２６．８　 １．２　 ５．４　 ３３．２　 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４．２　 ２２．０　 ９．０　 ２６．６　 １．２　 ５．４　 ３４．０　 １．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４．４　 ２２．１　 ９．３　 ２６．４　 １．２　 ５．４　 ３３．８　 １．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４．９　 ２２．５　 ９．４　 ２６．３　 １．３　 ５．４　 ３３．６　 １．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６５．２　 ２２．６　 ９．４　 ２６．３　 １．３　 ５．６　 ３３．３　 １．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４　 ６５．０　 ２２．８　 ９．２　 ２６．１　 １．３　 ５．６　 ３３．４　 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６５．１　 ２３．１　 ９．２　 ２５．９　 １．２　 ５．７　 ３３．３　 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６　 ６５．６　 ２２．６　 ９．４　 ２５．９　 １．２　 ６．５　 ３３．１　 １．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７　 ６５．６　 ２３．０　 ９．７　 ２５．８　 １．３　 ５．８　 ３３．１　 １．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８　 ６５．９　 ２３．１　 １０．１　 ２５．９　 １．３　 ５．５　 ３２．８　 １．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９　 ６６．０　 ２３．５　 ９．６　 ２６．０　 １．３　 ５．６　 ３２．６　 １．４　 １００
２０２０　 ６６．８　 ２４．１　 ９．０　 ２６．６　 １．４　 ５．７　 ３２．１　 １．１　 １００
２０２１　 ６６．１　 ２３．８　 ９．７　 ２６．０　 １．２　 ５．４　 ３２．６　 １．３　 １００

　　注：社会保障缴款（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为强制性付款，缴款者具有在未来获得社会福利的权利；工资税（ｔａｘ　ｏｎ　ｐａｙｒｏｌｌ）为雇主、雇
员或个体经营者支付的税款，按工资比例或按每人固定的金额支付，不具有在未来获得社会福利的权利（ｄｏ　ｎｏｔ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数据来源：根据ＯＥＣＤ－Ｔａｘ　ｒｅｖｅｎｕｅ（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ｏｒｇ／ｔａｘ／ｔａｘ－ｒｅｖｅｎｕｅ．ｈｔｍ）整理计算而得。

　　２．发展中国家的税制结构相对稳定但税种结构
呈趋势性变化。从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的角度看
（见表２），２０００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税收收入
中，直接税占比从４１．５％稳步提升到４６．５％；以货
物与劳务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比，则从５６．９％的高
点降至５０．９％。税制结构整体上也比较稳定。

但相比ＯＥＣＤ国家，其税种结构仍有一些趋势
性变化。如直接税中，两大直接税种均稳中有升：个
人所得税稳步上升，从１１．４％升至１４．９％；企业所
得税先升后降，从１４．７％升至１９．９％，又回落至
１７．９％，但仍比２１世纪初提高了３．２个百分点。

表２　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单位：％　

年份 直接税
直接税中：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社会保障缴款 工资税 财产税

货物与
劳务税

其他税 合计

２０００　 ４１．５　 １１．４　 １４．７　 １０．８　 １．２　 ３．３　 ５６．９　 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１　 ４２．０　 １１．２　 １５．５　 １０．８　 １．１　 ３．４　 ５６．６　 １．４　 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４２．１　 １１．６　 １４．９　 １１．１　 １．１　 ３．６　 ５７．３　 ０．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３　 ４２．２　 １１．１　 １５．７　 １０．８　 １．１　 ３．５　 ５７．１　 ０．７　 １００
２００４　 ４１．８　 １１．２　 １５．７　 １０．５　 １．０　 ３．５　 ５６．７　 １．５　 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４２．９　 １１．４　 １７．９　 ９．３　 ０．９　 ３．５　 ５５．５　 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４４．５　 １２．３　 １９．２　 ８．９　 ０．８　 ３．３　 ５３．９　 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７　 ４３．９　 １２．１　 １９．２　 ８．５　 ０．８　 ３．３　 ５４．５　 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８　 ４４．５　 １２．５　 １９．９　 ８．４　 ０．７　 ３．０　 ５４．０　 １．５　 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４４．９　 １２．９　 １９．２　 ９．１　 ０．８　 ２．８　 ５３．６　 １．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４４．８　 １２．８　 １９．４　 ９．０　 ０．８　 ２．８　 ５３．８　 １．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１　 ４５．０　 １３．２　 １９．８　 ８．６　 ０．７　 ２．６　 ５３．５　 １．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２　 ４６．１　 １３．６　 １９．９　 ９．２　 ０．７　 ２．６　 ５２．３　 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４６．２　 １３．８　 １９．５　 ９．６　 ０．７　 ２．６　 ５２．１　 １．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　 ４５．３　 １３．５　 １８．９　 ９．７　 ０．７　 ２．５　 ５２．９　 １．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４４．８　 １４．１　 １７．８　 ９．７　 ０．７　 ２．６　 ５２．７　 ２．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６　 ４４．０　 １４．６　 １６．７　 ９．６　 ０．７　 ２．５　 ５３．２　 ２．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７　 ４４．３　 １４．３　 １７．１　 ９．９　 ０．６　 ２．４　 ５３．２　 ２．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８　 ４４．１　 １４．１　 １７．３　 ９．７　 ０．６　 ２．４　 ５３．１　 ２．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９　 ４４．９　 １４．３　 １７．５　 １０．１　 ０．６　 ２．５　 ５２．３　 ２．８　 １００
２０２０　 ４６．５　 １４．９　 １７．９　 １０．７　 ０．６　 ２．３　 ５０．９　 ２．６　 １００

　　数据来源：根据ＯＥＣ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ｑｕｅｒｙｉｄ＝８２３４２＃）整理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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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直接税比
重逐步提高、间接税比重逐步降低，这是世界税制结
构变化的基本规律，也是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税制结构差异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发达国家
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实现分配公平，而直接税在调节
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发达
国家的直接税比重较高，间接税比重较低。发展中
国家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充分利用资源、保持经济增
长，而间接税在筹集财政收入、调控宏观经济方面具
有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间接税比重较高，直接
税比重较低。

２１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主要围绕经
济波动作出相机抉择，并不具有颠覆性。随着经济
结构逐渐稳定，税收制度和征管技术愈发成熟，发达
国家的税制结构和税种结构趋于稳定。与发达国家
不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税收征管手段相
对落后，税源充足和征收简便的间接税在发展中国
家的税制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而所得税、财产税等
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各类社
会矛盾突显，发展中国家的税收除了承担收入职能
外，还需要承担调节收入分配、优化资源配置等功
能。因此，发展中国家仍有继续完善税收制度、深化
税收征管的内在需要，并通过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提
升税收征管水平来实现税收职能，进而造成直接税
比重上升、间接税比重下降。

（二）当今各国税制结构的主要特征
１．发达国家直接税占比较高但税种分散。一是
直接税，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综合表１和
表２的数据可以发现，多年来发达国家的直接税比重
均高于发展中国家。二者分别为６６．１％和４６．５％，
相差１９．６个百分点。二是货物与劳务税，即使在发
达国家，也是最大的单一税种。直接税的税种构成多
样化，即使是占比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
款，其规模也远低于货物与劳务课税。三是企业所得
税，在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直接
税占比较低，但企业所得税占比一度接近２０％，而发
达国家的这一比重仅为１０％左右。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差异的根本原

因在于国情不同，最显著的特征是各国的经济发展
阶段不同。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ＯＥＣＤ国家
平均达到了５３９３７美元，而发展中国家仅为３５４６７
美元。使用均值描述经济发展阶段和税制结构的差
异，一定程度上平滑了差异的幅度。如果单独对比
分析某几个国家，这种差异将更加显著。以英国、德
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２０２１年英国人均ＧＤＰ为
４９６８２美元，直接税比重为６９．３％；德国的人均

ＧＤＰ为５８７９９美元，直接税比重达到了７３．４％；而
美国的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７０１８１美元，直接税的比重
高达８３．４％②。

２．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是国家间税制结
构差异的主要来源。通过分析表１和表２中的数据
还可以发现，考察期内，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
保障缴款的占比，平均值分别为２３％和２５．８％，合
计达４８．８％；而发展中国家仅为１２．９％和９．７％，合
计仅为２２．６％，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低于发达国
家２６．２个百分点。
个人所得税改革和社会保障缴款的发展对于发

达国家税制结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个人所得税最
早于１７９９年在英国开征，目的在于筹集战争经费、弥
补财政赤字；１８４２年成为英国经常性税种。欧美其
他发达国家紧随其后，开征了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
之初采用了低税率、窄税基的模式，随着个人收入水
平的不断提高、征管手段的不断完善，发达国家实施
了提高税率、拓宽税基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个人所得
税收入迅速增长，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主体税种。为
防止资本和劳动力外流，发达国家又降低了个人所得
税税率、拓宽了税基、简并了税率级次，但个人所得税
一直稳居主体地位，对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形成和稳
定具有重要贡献。西欧国家为应对“福利国家”需要
而征收社会保障缴款，随着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
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缴款的收入和比重也
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

３．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国际竞争面临深刻变化。
近年来，世界各国企业总税率的平均水平呈显著下
降趋势，已由２００５年的５３．１％下降至２０１９年的
４０．４％［３０］。以减税为特征的国际税收“逐底竞争”
（ｒａｃｅ　ｔｏ　ｂｏｔｔｏｍ），加之疫情冲击，各国的财政赤字
和债务水平明显上升。ＯＥＣＤ成员国公共债务总额
占ＧＤＰ的比重，２０２０年比２０１９年上升１６．９个百
分点，达到１２６．９％；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的比重上升

４．８个百分点，达到６．２％的高位［３１］。
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一些国家提出了“全球最

低公司税率”等以“增税”为目标的税收倡议。当前，

１３９个包容性框架成员签署了新的税收规则大纲，

至今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四个包
容性框架成员国家尚未加入该协定［３２］。新的最低
税率将适用于收入超过７亿欧元的公司，估计每年
将产生约１５００亿美元的额外全球税收收入［３３］。加
入协定后，大公司将在客户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缴纳
更多税款，而在总部和员工、运营所在地缴纳的税款
将减少，国际税收格局将面临新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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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税制结构的现实特征与趋势展望

（一）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基本形成了双主体
税制结构

自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税制结构整体上呈现直接
税比重上升、间接税比重下降的趋势（图１）。直接
税比重由２５．２％上升至５１．７％，间接税比重由

７４．８％下降至４８．３％，二者比重大致由１∶３变为

１∶１③。可以说，我国已基本形成以直接税与间接税
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

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影响深远，是我国税制结构调
整的分水岭。我国实行了生产型增值税，对部分经
济领域征收营业税，有效筹集了财政收入、抑制了投
资过热。在经历了“经济软着陆”之后，我国收入分
配问题愈发突出。为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国于

２００４年实施了增值税转型试点改革；２００６年全面取
消了农业税；２００７年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
用２５％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重心转向了优化
经济结构。２０１１年，我国在上海、重庆率先试点，针对
增量房产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２０１２年上海率先试
点“营改增”改革，２０１６年全面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逐步上调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并在２０１８年
初步建立了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２０１９
年，我国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加大增值税期
末留抵退税力度，激发主体活力、推动产业转型。
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

构与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满足了经济发展
阶段的需要，并发挥了抑制通货膨胀的积极作用。
我国的税制经过了多次调整，结构逐步优化。这种
直接税占比逐渐提高的趋势与世界各国税制结构

“越发达、越直接”的普遍规律，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也体现了我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水平不断

提升、税收管理不断优化。由此也可以推断，未来随
着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税制结构也
将具有更强的发达经济体税制结构特征。

图１　中国税制结构的演变（１９９４—２０２２年）
注：参考刘佐（２０１０）的分类方法，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１９９４—２０１６）、关税、资源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六个税种，其余税种计

入直接税。数据来源：１９９４—２０２１年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２０２２年数据根据财政部“２０２２年财政收支
情况”整理计算而得（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３－０１／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３９３１１．ｈｔｍ）。

　　（二）所得类税收、企业主体税收在直接税收入
中占比较高

在直接税整体上不断得到强化的同时，其内部
结构也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从税类角度，所得税的税
收贡献显著高于财产税。２０２２年我国所得税类收
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３５．２％，位于商品税类之
后，成为我国税收体系的第二大税类，而财产税类比
重仅为６．２％④。财产税类对税收收入的贡献较低，
使得税制对存量财富差距的调节力度受限，有待进
一步完善。二是从纳税主体角度，企业纳税远高于

个人。１９９４—２０２２年，我国直接税收入增长８５８４５
亿元，其中，企业所得税增长 ４２９８２亿元，占比
５０．０７％；个人所得税增长１４８５０亿元，仅相当于企
业所得税的１／３。而２０２１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已经超过３．５万元，上海和北京则已超过７．５万
元［３４］，个人所得税的税源不断壮大，但直接税比重
的提升仍主要依赖于企业所得税。相比 ＯＥＣＤ国
家（见表１），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
中的占比平均为２２．９６％，企业所得税仅为９．６％，
远低于个人所得税。可以说，我国个人所得税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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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既不同于众多发达国家的普遍规律，也脱离了
我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税源结构。这其中虽然有
减税降费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但是也不能改变其职
能弱化的客观现实。

（三）应强化直接税均贫富、促消费的政策目标
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有违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

目标，还会降低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近年
来，我国基尼系数均处于较高水平，２０２１年达到
０．４６６⑤，财富基尼系数⑥为０．６１９［３５］。低收入者消
费能力有限，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导致社会
消费需求整体不足。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一直低于６０％，２０１０年
一度低于５０％，近五年在５５％左右波动⑦。而德国
这一比重为７３．１１％、法国为７７．５％、英国达到了
８３．９５％⑧。因此，进一步提升直接税比重，将有助
于促进社会消费，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体而言：
首先，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比

重。２０２２年个人所得税在全部收入中占比已达
９％，但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
依然有限。其制度优化：一是进一步扩大综合课税
范围。工资薪金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已达到４５％，
而股息红利适用的比例税率为２０％，高收入人群收
入来源不同，有很大的税负差异和避税空间。可以
将部分财产转让所得、股息红利所得等财产性收入
纳入综合课征范围，协调不同所得的税负差异。二
是梳理个人所得税免税政策，特别是对居民财产性
收入，合理确定其免税范围。对储蓄存款利息、上市
公司和“新三板”股息红利、股票和基金转让收入等，
可以考虑逐步恢复征税。有研究运用我国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城镇居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股息红
利所得征税可以有效降低基尼系数，缩小收入差
距［３６］。
其次，完善财产税制度，提升财产税比重。一是

明确我国房地产税制的功能定位。从长期来看，房
地产税制应立足新阶段新要求，更多考虑受益原则，
使纳税人有更多的获得感；同时注重提升基层公共
治理水平。可以采取宽税基、低税率的方式，实现房
屋所有者的公平纳税，以及每一位纳税人的适度负
担。从短期来看，则要考虑税收管理基础、纳税人的
支付能力、税收政策与其他公共政策的协调等现实
问题，循序渐进。二是适时开征遗产税，消除代际之
间的贫富差距。在开征初期可以设置较低的税率和
较高的起征点，并将慈善捐赠纳入免税范围。从国
际实践来看，遗产税已经在２４个 ＯＥＣＤ国家进行
征收，是调节财富差距的有效手段。设计良好的遗
产税，尤其是针对相对较高财富转移水平的遗产税，

已经成为增强机会平等和减少财富集中的重要工

具［３７］。
最后，加强自然人税源管理，应对数字经济挑

战。在数字经济新模式下，个人所得税税制要素设
计存在不适应。比如，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界定为
“劳动报酬”还是“经营所得”尚未明确；数字经济加
速发展，自然人税源分布更加分散，平台企业是否具
有代扣代缴义务也不明确。因此，需要尽快明确平
台经济模式下个人所得的性质，进一步扩大综合所
得范围，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范围。此外，应完
善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加强自然人的数字平
台涉税信息管理。

（四）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增值税的适应性调整与
税负优化

在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税收制
度必须进行相应的适应性调整，尤其是增值税。
首先要适应新经济的挑战。２０２１年，我国数字

经济规模达到了４５．５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３９．８％［３８］。数字经济模式下，产
品和服务交易逐渐数字化、无形化，流转税征收中需
要明确的应税交易对象、交易行为属性、线上线下交
易金额等课税要素，越来越难以简单界定；增值税征
管，需要“洞察”全社会所有纳税主体的每一次交易
过程，不断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下，税收管理的难度和
成本将随之上升。税源向分配环节转移、向直接税
转移，也就成为对新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适应性调
整。面对新经济的挑战，应将境外提供数字服务和
数字产品的供应商定为我国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尽
快调整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将新经济中的数字产品
和数字服务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可以根据类似性
质的产品和服务，匹配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税率
与税目。
其次要优化增值税的税率设计。一是简并税率

级次。差异化的税率，不仅增加了税收管理成本，也
不利于实现税收中性，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可以
在设置一档标准税率的基础上，保留一档低税率和
零税率。从国际实践来看，１５个ＯＥＣＤ成员国的增
值税设置了“标准税率＋低税率（含零税率）”的三档
税率结构⑨。二是降低税率水平。减税降费是在新
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冲击下，稳增长、保就
业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近年的减税实践中，增值
税的减税效果得到纳税人普遍认可，同时对于税务
机关，其减税操作也比较简单易行。但２０１９年基本
税率由１７％下调为１３％后，至２０２２年其税收收入
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仍高达２９．２％⑩，未来仍
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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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世界各国普
遍实行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除巴西、阿根廷和土耳
其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均可直接退税，且有些
国家对纳税人申请退税没有特殊的条件限制，如日
本、芬兰［３９］。我国留抵退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一
是放宽留抵税额的退税条件。“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七个行业虽已纳入全
额留抵退税政策范围，但许多企业面临难以逾越的
门槛。比如，要求企业纳税信用等级为 Ａ或Ｂ级，
但新设企业一般为 Ｍ 级，虽有大量初始投资，但其
留抵税额无法退税；一些个体工商户不符合一般纳
税人身份，或者未参与纳税信用评级，也不符合退税
条件。今后可以适度放宽对新设企业的限定条件，
如先将先进制造业的新设企业纳入范围，并逐步扩
大到其他行业。对于个体工商户，可以制定更科学
的退税门槛，在诚信纳税的前提下适用留抵退税政
策。二是进一步扩大留抵退税范围。如部分资本和
资源密集型企业，其产业链长、生产经营周期长，应
将其纳入留抵退税范围，纾解企业资金压力，助力实
体企业更高质量发展。
最后，要创新税种税制，构建数据资源税制度框

架。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而数据是数字
经济新模式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源作为一座
“富矿”，应同商品服务、收入所得一样，纳入课税范
围。这就可能催生出数据资源税这一新税种。在征
收数据资源税之前，应厘清数据资源的产权归属和
收益确认。在税制设计方面，可以将营业收入作为
计税依据，并设置一定数额的起征点，以促进中小企
业创新。

注释：

① 中国一带一路网．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
一览［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６）［２０２３－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
ｌｕ．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ｘ／ｒｏｌｌ／７７２９８．ｈｔｍ．

②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ｑｕｅｒｙｉｄ＝８２３４２＃）。

③ 考虑到社会保障缴款具有返还性质，与其他税种性质有较大差
异，因此在计算我国税制结构时，不统计社会保障缴款。

④ 参考马海涛等（２０２１）的分类方法，财产税包括房产税、车船税、契
税。其中，房产税、契税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财政部“２０２２年财
政收支情况”，车船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２）》中的“中
央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车船
税数据缺失，用２０２１年的数据替代。

⑤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２）》。
⑥ 采用的住户调查数据为 ＣＨＩＰ２０１３和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ＣＦＰＳ２０１６两
套住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的居民财产基尼系数分别高达０．６１９
和０．７３６。

⑦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２）》。
⑧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Ｄ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６－２９）［２０２３－
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Ｅ．ＣＯＮ．
ＴＯＴＬ．ＺＳ？ｅｎｄ＝２０２１＆ｓｔａｒｔ＝２００３＆ｖｉｅｗ＝ｃｈａｒｔ．德国、法国、

英国为２０２２年数据。
⑨ ＯＥＣＤ数据库，“Ｔａｘ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ＶＡＴ／Ｇ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ａｎ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ｒａｔｅｓ”［ＤＢ／ＯＬ］．（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２０２３－０７－１２］．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ｔａｘ／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ｔａｘ－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不 包 含
特定区域费率。１５个国家分别是奥地利、哥伦比亚、捷克共和
国、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葡萄
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

⑩ 数据来源：根据财政部“２０２２年财政收支情况”计算而得（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３－０１／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３９３１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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